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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文不是为这次学术会写的，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将此文提交给会议。我是这样考虑的。

这是一次关于毛泽东传记的学术讨论会，我的此文与毛泽东传记的写作是有重要关系的，也许

对与会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首先就是要弄清一切和传主有关的历史事

实，特别是涉及传主本人的言论、行动，更要弄清楚，弄准确。如果一个历史人物，到底说了

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为这个人做一个可靠的传记？那是不可能的。硬要

做，比不做还要糟。 

        如果这个看法不错，那关于所谓两件事的“谈话”的真伪的考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大

家知道，很多毛泽东传都引用了这个所谓的“谈话”，包括我的老师金冲及教授主编的《毛泽

东传》。在中国，这个“谈话”影响是很大的，但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个“谈话”是别有

用心的人编造的。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做一番“谈话”真伪的考

证。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问题的发生，官方有直接的责任，本来不难弄清楚的问

题，他们没有、也不想去弄清楚，这并不奇怪，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决定的。 

        与这一点相联系，在中国，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更难免有局限。 

        传记总是少不了对传主的评价，但是，我看到的几个本子，在涉及对毛主席晚年的评价

时，都太多地打上了官方意见的烙印，而这些意见是并不正确、并不科学的。例如，那个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毛主席所犯错误的《决议》，其中批评的所谓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就不是毛主席的理论。起草文件的几位秀才，没有参加过文革，不懂

毛主席的思想，不明白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出那样低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我早就著文给予

了批评。但是，如果史家写毛泽东传，因循这些意见，那就离开了历史科学。也许，这主要不

是史家的局限，这是时代的局限，政治的局限。但是，史家还是有史家的责任的。 

       后人写传，看起来好像可以公平一点，容易一点。其实不然。像毛主席这样的大人物，你

达不到他那个高度，甚至立场与之相对立，你怎么能公正地为他写传？这是不可能的。 

        就此而言，敢于承认史家自身的局限，老实一点，多研究史实，考订史实，少作评论，为

好，为上。 

        就是这样，我还要补充一句，不要忘记，就是考订史实，立场带来的偏见也照样会炮制出

秽史。围绕毛主席，这样的秽史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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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 
 

                                                                     项观奇 

 

 

 

        到底有没有最早由叶剑英 1977 年 3 月 22 日正式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的

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不是一件小事。道理再简单不过，这至少一

是涉及毛主席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二是由此还涉及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所

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这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有责任，趁现在还具备一定的条

件，把这个问题尽快搞清楚。 

        本来，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很久以来，这个所谓的“谈话”所涉及的听者

都还健在，如果党中央关心此事，派人向他们做一个调查，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

是，中央领导始终没有这样做，特别是那几位懂得应该怎样做的秀才们也没有这样

做。这让人不可思议，这至少反映了他们对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思想的态度。 

    当年为一个到底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可以列为“篡

改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罪行”。现在，涉及这样重要的毛主席的“谈

话”，竟然不去落实清楚，留给我们一个不算小的难题，这究竟为什么，值得人们深

思。 

        我是一直很关心这件事的，一直在为核实有无此谈话作努力。最近，毛远新同志

在电话中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我就此事向他所做的咨询，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再次对

此问题进行研究考证，重新回顾了以往大家对此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终于使我对这

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简单说就是，毛主席认为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的想法是有的，并且在不同的

时间、不同的地点，给身边的不同同志讲过。但是，1977 年 3 月 22 日叶剑英所正式传

出、而且在 1976 年已经流传过的所谓的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那个特定

“谈话”是编造的。 

        我过去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局限，主要就是没有将这二者区分开来。 

 

                                                                         一 

 

 

        毛主席有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也是讲得通的，证据也是可

靠的。 

        最可靠的证据是《毛泽东传（1949—1976）》所引用的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谈

话。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他（指毛主席）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

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

中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 

    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到：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

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

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访问吴旭君谈话纪录，200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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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

议。他说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 

    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的后记所写，《毛泽东传（1949—1976）》的

这一部份的主编和通稿人是金冲及教授。金冲及教授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

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授业老师。毕业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受教于金冲及老师。我为此

事，在 2013 年 2 月 3 日，专门咨询过金冲及老师，并立即做了纪录。纪录如下： 

        今天给金冲及老师拜年，除向老师问候，谈点家常外，也向老师汇报了最近关于

毛主席是否有“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的讨论。我告诉老师，讨论是李海文的文章

引起的，也告诉老师，我把我在 1976 年得到的这个谈话的传抄稿放在了网上，也向老

师说明，我这个版本和叶剑英的版本有个别字句的区别。等等。 

        老师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对于此事，老师的意见，有这样几点；1、老师认为

毛主席的这个想法、讲法肯定会有。老师并两次强调这一点。2、老师强调他是亲耳分

别听吴旭君、张玉凤讲过毛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的。而且，这两个人是分别听毛主

席讲的。只是准确的时间，哪个月，哪一天，记不清楚了。3、老师认为，这两个人是

毛主席身边的近人，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有可能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而且可靠。4、

老师认为虽说吴、张没有纪录，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说没有纪录就都是不可靠的。

例如，毛主席 76 年的重要指示，毛远新有纪录；和邓小平接见外宾后的谈话有纪录，

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边近人的谈话，自然一般不会纪录，但是，不能说就

不可靠。这要具体分析。就这个“两件事”的谈话而言，是可靠的。老师最后再次表

示，我一点也不怀疑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我相信是真的。 

        项观奇  2013 年 2 月 3 日 13 时 37 分 。  电话后立即整理。 

        《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主席晚年这一部分是金冲及老师主编的。“两

件事”的说法在这一部分之中。金老师说他丝毫也不怀疑毛主席有“一生办了两件

事”这个说法，是认真的、严肃的、有道理的。吴、张二位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人，

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随意编造主席的讲话，其回忆完全可信。特别是吴

旭君的回忆，有和毛主席的对话，自然也印象深刻，向主席提的问题，更是合情合

理，因而更具可信性。 

        还有一点，现在看来也很重要，就是谈话的时间。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回忆在 1972

年或 1973 年，而不是 1976 年，这一点也很重要。联系当时内政外交的诸多政治背

景，都涉及对主席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不能不引发毛主席对自己一生评

价的思考，提出“做了两件事”的思想， 是很自然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感而发

的。 

        主席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一生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有所评价，对身边的警卫员也说过

有写一本自传的愿望，现在对吴、张有“两件事”的说法，亦很自然。 

    《毛泽东传（1949—1976）》的另一位主编，也是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逄先

知同志，也有类似的看法。我曾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中国时间 16 点（德国时间 10 点，

夏时制）从德国打电话给逄先知同志询问此事，并立即对电话内容作了纪录。纪录如

下： 

        “电话中，我向逄先知同志询问关于毛主席是否有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逄

先知同志立即回答说，毛主席肯定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说法。他说，我们访问过汪东

兴、吴旭君、张玉凤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说听毛主席说过他

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话。原话不好回忆，但是这个意思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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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研究员在 2013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

人物与事件》一书中也曾提到：“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不

知确否，尚待进一步求证、研究。” 

        这些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异口同声都说毛主席有两件事的说法，我想，只能做

一种解释，毛主席是有这个想法、说法的，而且是一个成熟的想法、说法。 

        考证有没有两件事的想法、说法，还要看这个说法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思想。这可

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对毛泽东主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个人认为，这个“两件事”的说法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前一件事，无疑是指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一件事，无疑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毛主席一

生主要就是领导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说话，从来不讲套话、官话，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但又寓意深刻，高屋

见瓴。“两件事”的说法正是这样的话语。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毛主席为什么特别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

所做的第二件事呢，毛主席不是在建国后还有许多创造吗？这样说，真的会是毛主席

的想法吗？ 

    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50 周年、也是这次革命失败 40 周年的今天，正确回答

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毛泽东传（1949—1976）》说毛主席“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

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

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是的。毛主席自己是在 1968 年 10

月说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也是在 1968 年 3 月，还说

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

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是，毛主席是不是

仅仅从这个中国发生的具体问题的角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所作的两件事中

的一件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的这一说法还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涉及毛主

席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涉及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具体说就是涉及毛主席的社会

主义继续革命论。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实际，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

题：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有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共产党有可能会变成修

正主义党，社会主义有可能会变成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官僚专制垄断特权资本主义

社会。从国际上看，苏东在走资派主导下，已经变修；从国内看，在党内也出现了走

资派，也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也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

的危险。 

        无疑，这些，自然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试图解

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此看问题。 

        这实际是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

是要改造所有制，建立公有制，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

这里有一个前提，有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这一切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发

生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当今这个历史时代在全世界范围里必然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历史

课题。不仅是中国的，不仅是苏东的，是全世界的，而且是尖锐的、严峻的。 

        这个历史课题需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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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这从他老人家 1965 年前后对党内领导

人、兄弟党领导人反复谈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亲自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也是想通过“这次认真的演习”，回答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完整提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

论，更是想从理论上科学回答这个问题。 

        毛主席基本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和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论（或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是毛主席一生

的两大伟大贡献。这两个伟大贡献，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____毛泽东主义的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生所作的第二件事，是准

确的，既是符合实际的，也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 

        我曾在《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中，表达

过我的这个意见。 

    “这不是一件小事。毛主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重要。更况，一旦涉及

到，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包括文革演习）到底

该怎么看，毛主席是一个贡献，还是两个贡献，这个问题，就更严肃、更大了。自毛

主席去世后，我们和邓小平修正主义斗了这几十年，中心问题，焦点问题，要害问

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第二件事。 

        从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看，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革____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革命的演习____在他一生中的地位的。这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身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

点。 

        毛主席对他总结、发现的这个理论有一种迫切感、使命感、责任感。面对 1966

年、1967 年全国掀起的波澜状阔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要总结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在当时不止一次对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说，要写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

的理论文章，甚至说，“我写了民主主义论，你们要写文化大革命论”，也就是无产

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我作为一个认真的文革的经历者，在当时就对主席的这个想法，有强烈的认同

感，并跟着主席的思想走，直到 1975 年写出《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我们应

该看到，主席不无道理地甚至把他做的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还重要。因为这是全

新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毛主席虽然自己没有写大块文章，但是，

思想都是他出的，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从 1967 年叫中央文革写文章，到 1975 年公布

“理论指示”，到 1976 年以中央文件名义下达“重要指示”，都是围绕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只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了解主席思想的这个

发展过程，有那个谈话，是很自然的。 

        就算没有这个谈话，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也假不了。我的老师金冲及同

志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大家，我曾亲口问过他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此书的最大的

价值就是留下了一批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老师说得对。例如，吴旭

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资料就是非常宝贵的，是主席思想的最直接的佐证。 

        可以证明毛主席对文革理论重视的还有更多旁证。例如，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就证

明，1967 年毛主席曾对戚本禹同志说过，“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论要你们写了”。为了证实确有此事，我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打电话给戚本禹同

志，核实此事，戚本禹同志的原话是：“毛主席当然有这个话了。而且不只一次对我

们说， 你们要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论，继续革命论，是不只一次说

过的”。为了再次落实此事，2010 年 11 月 8 日我又去上海拜会了戚本禹同志，并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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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同志陪同作证。戚本禹同志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确有这个说法，是不止一次说过

的。     

    近日，我在《红旗网》上又看到张春桥同志 1967 年 3 月 4 日（据我核对可能是 2

月 24 日，上网可查到。）在上海的讲话，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已核对，是

的），这是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我亲耳听过。据《红旗网》提供的片段，其中有這

樣一段話：“最近，毛主席又要中央文革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

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和吴法宪、戚本禹同志的

回忆统一起来了，而且是当时的文字纪录，绝对可靠。  

        可见，毛主席对文革、文革理论的重视是一贯的。毛主席很明白文革演习、特别

是文革原则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因此，有所谓“两件事”的说法，就是很自然的，完

全是主席的思想。”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和主席是相通的。 

 

                                                                         二 

 

 

        既然毛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那么，叶剑英公布的那个“毛主席关于两

件事的谈话”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不。不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如果研究不够，人们很容易被误导，误以为是真的。我就曾陷在这种局限

之中。 

        现在看来，这份所谓的“谈话”是假的，是蓄意编造的。 

        最有力的证据是毛远新同志 2015 年 9 月 15 日在电话中给我所做的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2015 年 9 月 12 日，我将我 1976 年 6、7 月份得到、然后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这

份所谓的“谈话”的影印件，在上海转交给了远新同志。并附上一份短信。 

        “远新同志：你好！这是我在 1976 年抄在笔记本上的材料。这个谈话，有没有，

有争论。我最近电话询问逄先知同志，他说汪东兴说有。而华对另外一个人（记不起

名子）说没有。就是这位同志写文章质疑此谈话。我问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他和逄

是毛泽东传记主编），金老师说，这个想法肯定有，因为毛传里面引了张玉凤和吴旭

君同志的回忆，而且是金老师亲自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采访的。这个谈话是叶剑英首先

在中央会议上正式讲的。一般如他说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我想，这段时间，你在主席

身旁。你应该知道有没有。方便的话，请核对一下。这毕竟是大事。祝你们中秋快

乐。一定保重。健康。观奇 2015。9。12 上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天安门广

场接受毛主席接见。三十九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观奇又

及。” 

        我所附“谈话”稿是这样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

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 

        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

论’，我是未盖棺，也快了，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一个海岛上去

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进了北京，总算进了北京城，总算进了紫禁

城。对这件事，持疑义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叽叽咕咕，无非是让我早把那

个海岛子收回来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

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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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 

        远新同志收到后，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晚打电话给我，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

当即做了纪录。 

        “毛远新来电纪录 

        9 月 15 日晚 23 点 22 分，李实同志（远新自称）来电话。 

        对我 9 月信中询问到底有没有所谓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毛遠

新同志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 

        毛远新同志明确地不止一遍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主席这样说过。 

        毛远新同志对我信中所附的传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远新同志说，主席从来

不说“我”做了什么，而是说党做了什么。就毛远新同志听到的，一个是说过，我们

党替国民党领导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再一个是说过，我们党领导了对社会主义革

命的探索。远新同志解释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只是民主革命任务中的一个部份。

同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从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从

经济领域的改造，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步

骤，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于传抄稿中写的是一月，但是，有华国锋在，这不对，那时，他还没在这个位

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对，因为这时主席已经请他们（和唐闻生）走了，把我叫了

来。如果是 6 月，也不可能，因为这时主席说话已经很不清晰。像这样的谈话，例如

“古来稀”等用语，是不可能听清楚的，必须有手写稿。但这不是手写稿。 

        因此，毛远新同志最后强调，他没有听主席说过，如果说有，一定要有手稿。不

然不能以此为据。 

        远新同志多次问我懂了他讲的意思了吗？我表示明白了。谈话至 11 点 48 分结

束。我立即打下这个谈话。留作档案。2016 年 9 月 16 日 0 点 30 分” 

        毛远新同志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证词，也很有说服力。 

        为了核实“谈话”，我还寻访过其它一些同志。 

        例如：      

        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同志还健在。我于 2015 年 9 月，在上海，访问了萧木同志。我

询问他当年有没有听王洪文说过这个“谈话”，萧木同志肯定地说，没有听王洪文说

过。当然，萧木同志也说，这不能简单等同王洪文没有听过这个“谈话”，因为王洪

文并不是每次见到主席后都会把谈话内容告诉他。 

        我也曾于 2015 年 9 月，在上海，当面问过我的老师朱永嘉同志，是否在当时听说

过主席有这个“谈话”。他明确说没有，是后来很晚才听说的。以当时他的重要地位

和与北京高层的密切关系，这也可供参考。 

        主要根据毛远新同志的说明，结合我们已有的其它资料，我看，关于有没有 1976

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的问题，有几点是清楚的。 

        1、不管是说“谈话”发生在 1 月或 6 月，王海容都不可能参加。因为这时，这位

已经“跳船的小耗子”已不可能接近主席（2016 年 2 月 7 日，毛远新在电话中再次强

调这一点），这样重要的谈话更不会特意请她参加。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写上王海容

参加，是一处造假的硬伤。 

        2、说 1 月 13 日有华国锋参加，而且排在第一位，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华还没

在这个位置上。说 6 月，毛主席身边的多位同志，如毛远新、张玉凤、逄先知等，都

一致说那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决定了已经没有讲这样一大段话的可能。因此，华国锋对

李海文同志针对电视剧引用这个所谓“谈话”特别认真地说，没有听主席说过这样的

话，而且说这样引用“是错的”，华国锋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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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据郭建波《画龙点睛的自我总结：对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

的谈话的考证——纪念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一文，说华国锋和毛远新都曾给中央写

过材料，说明没有这个谈话。文章是这样引述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写了《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

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

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这篇文章后来出了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后，看到这本小册子的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给李慎明发来这样一个邮件： ‘慎明同志：

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 17 页上讲，毛泽东说

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

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

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邮件后，非常重视，为了落实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

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问题，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

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说：‘早在 1976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

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张玉凤同志根据他 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

进行交流。1976 年 6 月 13 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 

        这说明，华国锋和毛远新早就否定了这个“谈话”的存在，并且是有据可查的，

现在还可以进一步核实。 

        4、如果有这个“谈话”，这是毛主席很重要的意见，形同政治遗嘱。但是，当时

既没有传达，更没有公布。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任何文字依据。特别

是，以中共中央 4 号文件名义下发的毛主席这一时期的《重要指示》，并没有包括这

个“谈话”。如果真有这样的“谈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很不正常的。这只能证

明一个可能，就是不存在这个“谈话”。 

        5、最重要的一条自然是毛远新同志对这个“谈话”存在的否定意见。毛远新同志

强调，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毛主席有这个谈话。远新

同志是从 1975 年 10 月开始到主席身边工作的，一直到主席去世。这就是说，如果有

这个谈话，不管是发生在 1 月，还是 6 月，毛远新那时正在主席身边，而且担负着重

要的传达主席指示的任务，发生这样重要的谈话，毛远新一是不可能不在场，二是不

可能不知道。但是，毛远新证实在他在主席身边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情，主席没有作这样的谈话。 

        有了这些证伪的材料，特别是有了毛远新否定谈话存在的意见，我们还可以从这

个“谈话”是否符合主席这一时期的其它讲话，特别是是否符合 1976 年中央 4 号文件

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揭示这个“谈话”的造假漏洞，正像有的

同志已经做过的那样。 

        1976 年，正是毛主席以无人可比的革命勇气和革命决心，临终前亲自发动和领导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时期。从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 4 号文件所公布

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所作的“重要指示”看，毛主席对文化大革的看法和所谓的“谈

话”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并没有任何消极的悲观的观点，而是进一步提

出了许多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并且，在一系列重大

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坚持用马列毛主义观点，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观点，坚持

“一万年以后也要革命”的“斗争哲学”，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胡乔木、胡绳他们所谓的“失去了信心”和悲观。这些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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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倾向，和“谈话”在涉及文革评论问题上使用的话语，完全不一样。造假者可以

从语言形式上造，但是，限于他们的立场、思路、水平，精神实质是无法造出来的。 

        谈到语言形式，顺便说一句，要正确解释主席晚年的精神状态，特别是涉及主席

读的那些大字本的古诗词，例如枯树赋等，还是要结合 1976 年的《重要指示》去解

读。虽说主席有“当今惜无孙仲谋”的遗憾，但是与其说主席悲观，不如说主席还是

决心要最后一搏。批邓就是最后一搏，就是“三打祝家庄”。这是我的浅见。 

        另外，我还想再次提及，这个所谓的“谈话”流传出来的时间也是值得注意的。

我是在当时得到了这个传抄稿的，是油印的，我又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已将笔记

本上的抄写稿的照相版发在了网上，《红色中国》网曾经刊登。油印件当时被一位中

学生借去，没有归还我。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回忆，我的这个传抄稿大约是在 1976 年

6、7 月间得到的（参见我的《〈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

稿〉一文的补注》。这个流传的时间值得注意。这正是“四五事件”后谣言四起的时

候，随后，中央也曾下令追查政治谣言。这个背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炮制“谈

话”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动作。“谈话”为什么会有多种版本，也值得研究。记得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在 1966 年 8 月 25 日左右传遍全国的，没有不同版本，

记得只是多了一个字，就是多了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它内容和后

来正式发表的没有任何不同。那时，大家把主席的指示看得很神圣，不会抄错。谈话

有多种版本，何故？是出自一人之手还是多人之手？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谈

话”中使用的一些话语会有所帮助。 

        日后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过硬的材料证明这个 1976 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是

假的。但是，仅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材料看，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下结论了。“谈话”是

假的，造假者很可能是为了在歪曲毛主席思想、形象的基础上，为他们要搞“血雨腥

风”作舆论准备。这也许正是随后发动政变的那位叶帅从 1976 年 8 月 15 日就热心传

播这个“谈话”的原因所在。联系到 1935 年那份至今依然查不清其存在的 “密电”，

以及那位胆大包天、胡作非为的公主，他们会干什么，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三 

 

 

        如果说，“谈话”是编造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其中所表述的一生做了两件

事的思想是不是主席的思想？如果是，那又怎么能说“谈话”是编造的呢？ 

        事情的复杂和奥秘也许就在这里。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没有 1976 年的这个谈话，不等于简单否定

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从正面说就是，主席是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但

是，没有现在流传的 1976 年的这个“谈话”。这是可以讲得通的。 

        人们会问，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并没有公布，一份造假

的“谈话”，何以能准确地造出主席真有的“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呢？而且，其说

法，和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竟然不约而同。 

        只有一个可能，编造“谈话”的人，曾经听到过这个说法，而且，在高层纪律严

格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能是听毛主席本人说过，而不是听的传播。这就是说，编

造者是接触过毛主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接触，是能够和主席谈上话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是屈指可数的。 

        是谁？我们暂且不表。我们先看看主席是在什么时间最有可能说过自己“一生做

了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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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是在会见尼克松后的那段时间，也就是 1972、1973

年左右。前面说了，这个时间的内外政治背景有可能促成毛主席对自己一生所作的事

情有所评价。仅只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建交，美国人也好，其它外国人也好，都在评

论毛主席，毛主席自己能没有想法、说法吗？更况林彪事件后，国内高层反对文化大

革命的极右倾向再度抬头，斗争异常尖锐而复杂，毛主席能不有所考虑、有个说法

吗？ 

        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否定、批评了

周总理等人关于批判林彪要批判极左的意见。书中写道：“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

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

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指王若水的信），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

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

传（1949—1976》》对此评论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

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

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证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

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

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

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是的。主席是不同意否定文革的。也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针

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1973 年）政治局

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

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

么能打倒？”（参见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纪录，1973 年 5 月 26

日）有纪录档案为证，这是真正的这一时期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

想，和最后的 1976 年的《重要指示》中捍卫文化大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

确，有所不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编造的“谈话”恰恰歪曲了这一点。 

    《毛泽东传（1949—1976）》还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主席此

时还搞了八大司令对调，并且在 1973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央

军委会议的四十三（一说 46 人）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

主席强调部队的同志要学文，讲了“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历史典故，要许世友学

周勃；讲了“《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讲了“如果中国

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也是在此时的 1973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

评了周总理等人在对美外交上的错误，并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总理。事后，主席对

总理说，“现在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参

见《毛泽东传》1663 页） 

    研究 1973 年左右的复杂政治背景，研究毛主席此时的战略思想，是理解“两件

事”想法、讲法的一把锁钥。这也可以从此时毛主席的讲话中，找到那个所谓的 1976

年的“谈话”的造假的材料来源。 

    例如，和“谈话”同时流传的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那段话。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

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

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

而所知也。’” 

        显然，这些都是以此时毛主席的谈话为基础而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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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编造的 1976 年的两件事的“谈话”，包涵了毛主席是有的“两件事”的想

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只能证明，编造“谈话”的人是知道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说过

这样的话，也大体知道这一时期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一些讲话，而时间正是 1972

年、特别是 1973 年。 

        那么，编造者可能是谁呢？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只能作些推测。 

        一个是“谈话”给出了王海容这个人。此人当时是经常出入在主席身边的，有可

能听到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说法。例如，前面所讲的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主席对军委同

志作重要讲话时，据参加会见的同志回忆，她就站在主席左面，充当把主席方言翻译

成普通话的“翻译”。正是在这个会议上谈到“安刘氏者必勃也”那些话。（参见李

林、毅军《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位小姐，曾

对周总理大不恭敬、肆无忌惮地大批周总理，毛主席说她“不好惹”，这是大家都知

道的。毛主席后来说她是“跳船的小耗子”，那是指其见风使舵，也不会冤枉她，可

见其人品和立场。到了不得意的 1976 年，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再一个，则是另一位小姐唐闻生。近日，我在网上看到出现于 2012 年的《唐闻生

录下了毛泽东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的某些讲话》一文（是不是有更早得版本，我不清

楚），不能不使我有点联想，是不是这位“小耗子”，也有作假的可能呢？ 

        那时，两位小姐是经常接触毛主席的。《毛泽东传》中有纪录：“毛泽东的护士

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

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参

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第 254、

255 页。）其实，何止外事，连前述军委的会都能参加，又担当那样重要的角色，经常

会听到毛主席的谈话，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我不敢冤枉这两位闻名一时的小姐，但是，希望她们自己出来说话。金冲及老师告

诉我，王海容对找他调查的同志是拒绝回答问题的。我也曾试图通过国务院的同志向

她询问有没有“两件事的谈话”，只回答“有还是没有”即可，但是，至今也没有回

音。为什么？只有她自己明白。 

        现在看来，《毛泽东文稿》把此二人揭发江青同志时，提供的所谓毛主席对江青

等人的批评，正式列为毛主席的文稿，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违背了此书自己所立的编

辑条例，而且，没有考虑到这两个人当年的不光彩的特殊政治表现。 

        最后，我要说，可以肯定，1976 年流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伪

造的。即使不是伪造的，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纪录作依据的情况下，也不应该算做

毛主席的著作、文稿。《毛泽东文稿》应该严守编辑条例，把这个“谈话”删除。同

样，那些不伦不类的“揭发”，更应在删除之列，不要因此歪曲、丑化了毛主席。 

 

        2016 年 3 月 23 日  于波恩 

 

 

 

 


